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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因果性與社會學的想象力 
—— 與成伯清商榷

孫宇凡
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社會體制改革研究中心

摘要  成伯清基於社會結構、傳記和歷史的“社會學的

想象力”維度三分法，認為現代性時代背景所導致的社

會學反時間傾向，需要通過敘事的策略來加以扭轉。不

同于此，本文認為可以再引入世代和行動歷程維度，來

進一步認清基於社會學自身知識增長帶來的反思物理時

間和邁向主體時間的傾向。而以敘事作為表徵策略的必

要性，需要立足於以假設檢驗為核心的士多噶因果性。

為澄清這種因果性，文章進一步以史景遷的兩本著作為

案例加以說明。

《布萊克維爾社會學百科全書》(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列了一份對社會學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人物等信息的

時間表。其中在1959這個年份記錄了米爾斯 (Charles Wright Mills)

兩項功績：

在《社會學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中

批判了結構功能主義，並引入了（與書名）相同的概念。
1

這樣的褒獎也反映在戈登·馬歇爾（Gordon Marshall）編撰

的《牛津簡明社會學詞典》(The Concise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之

中。相關詞條
2 
定義“社會學的想象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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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孫宇凡

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種社會學視野。從這種方式

或視野來看，明顯地將個人的私人問題 （private   problems)

與重要的社會議題 (social issues) 建立了聯接。他（孫按：

米爾斯）為我們生活中社會的、個人的和歷史的諸維度

(the social, person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s) 聯接起來的人

文主義社會學 (humanist  sociology) 辯護。
3

不過，在以“社會學的想象力”為標題的文章中，更常見只

是將其作為一種隱喻式或主張性表達罷了
4
。而成伯清于2015年在

《江海學刊》上發表的《時間、敘事與想象 —— 將歷史維度帶回

社會學》（以下簡稱：《想象》）卻延續了《牛津簡明社會學詞

典》的定義風格，也類似地提出社會學想象力涉及到社會結構、

歷史、傳記
5 
三個維度。

6

基於這三個維度，《想象》一文進一步提出美國社會學的反

歷史傾向導致社會學想象力的焦點擺在了社會結構維度之上，而

這樣壓抑傳記與歷史維度的狀況是基於現代性時間安排中均質虛

空化或瞬間化問題。為了將歷史維度帶回來，成伯清認為要破解

單一線性的社會存在論基礎，並通過事件性時間性的敘事來表徵

多重現實。同時，《想象》一文也指出這樣的敘事是基於“敘事

人”假設，因而研究者可以通過闡明行動者的潛在敘事促進學

術知識的生成。

不過，《想象》一文在將歷史維度或時間維度帶回來的論述

中，仍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商榷和完善：(1) 成伯清與米爾斯一

樣，錯失了美國社會學於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關於年齡 (age) 、

世代 (generation)  7 
等時間維度的分析，從而未能豐富社會學想象

力的生命歷程以及世代維度。(2) 與其說美國社會學面臨反時間傾

向的問題，倒不如說產生了反思物理時間的傾向，逐漸走向了面

向行動歷程的主體時間方向。(3) 當時間維度被進一步二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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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因果性與社會學的想象力 157

以敘事、而非變量和機制作為表徵多重實在的策略，仍需進一步

引入為敘事策略所用的士多噶因果性 (Stoic  causality) ，以證成三種

策略的深層差別。在這三點商榷的基礎上，本文以史景遷的兩本

著作為例，論述立足於士多噶因果性的敘事策略。

一 從歷史、傳記到歷史、世代與生命歷程

《想象》對社會學想象力的三個維度整理，也可以進一步

規整為共時性（社會結構）與歷時性（歷史與傳記，可視作《想

象》文中所說的“時間維度”）的兩個維度。成伯清對後一個維

度也是採取了概化處理辦法，在沒有區分“歷史”與“時間”維

度層次的基礎上，提出了《想象》的第一個論點：

在運用社會學想象力上……。對於歷史和個人生活歷

程，則出現了系統性的忽視。因為當時的美國社會與歷史

解釋的相關程度，要低於其他社會和時期。……社會學的

非歷史化 (ahistorical) 傾向愈益明顯。……處理時間維度的

任務，似乎發包給了一個專門的分支學科，即“比較歷史

社會學”。（頁102）

但是，如果將歷時性維度剖開分別來看，情況非然。第一，

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在《社會學想象力》的寫作年代

並未如成伯清所言、處於相對性的最低谷。在運用穀歌圖書語料

庫對社會學八大子學科的詞頻歷史比例分析中顯示，“歷史社會

學”詞頻比例在二戰後的社會學領域裡雖略有下降，但仍在1955

年左右時超越了二戰前的水準。而從1956年到1959年，亦即米爾

斯開始構想和出版《社會學的想象力》的年份裡，
8 
該詞頻比例

也是總體上逐年增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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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據查尔斯·蒂利分析，“反歷史社會學”的全盛時期 (the 

heyday of ahistorical sociology) 不是在成伯清判斷的20世紀50年代

末，而是在20世紀40年代。但是，即使在那樣的年頭，蒂利仍看

到索羅金 (Pitirim Sorokin) 、巴恩斯 (John Barnes) 、霍曼斯 (George 

Homans) 等人將歷史注入當時社會學的努力。蒂利的論斷從數據

上也有所印證：根據詞頻比例分析，1940年代的確是1940–1959

年間的低谷期。
10

第二，從在歷時性維度的另一側來看，《想象》一文由於沒

有充分考察米爾斯原本對“傳記”與“歷史”一併看重的初衷，
11

以致顧此失彼，沒有分析“傳記”維度。如此的進一步後果是，

《想象》也連帶地忽視了米爾斯錯過的世代維度。
12

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米爾斯對傳記維度的分析，是通

過指出角色獲得、過渡、調整等角色理論涉及的面向，來批判人

性常識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13 

但問題在於，此世代的角色獲

得、過渡等歷程，與彼世代的相應過程一致嗎？可以說，由於沒

有考慮到了諸世代差異，米爾斯犯了所謂的“同齡群中心謬誤” 

(fallacy of cohort centrism)。
14

同樣是批判弗洛伊德，年齡社會學 (sociology of age) 的奠基

人瑪蒂爾達·賴利 (Matilda White Riley) 則是從“生命歷程的同

齡群界定”（cohort definitions of life course) 出發，認為由於世代

繼替的作用，弗洛伊德在世時提出的生命歷程理論只是與那個

時代的同齡群相匹配，因而難以說明與今日的同齡群也契合。
15

因此，如果不將同齡群之間的差異標定出來，那麼就如同“族

群中心”（enthocentric) 的想法，形成生命歷程的普遍理論（哪

怕是米爾斯援引的角色理論），潛在地認為研究者或某些特定

研究對象所處的同齡群是唯一同齡群，其生命歷程模式是唯一

的生命歷程模式。
16

由此出發，賴利進一步分析了按年齡分級的生命歷程 (age-

graded life course) 、同齡群繼替以及增壽過程 (aging process) 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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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因果性與社會學的想象力 159

會成員動力模型：每個社會成員都擁有的出生時間，既起始標定

了其個人的生命歷程，也標定了其所處的出生組 (birth cohort) 。

同一時間區間出生的社會成員構成了一個同齡群，而同齡群也隨

著社會成員的生命歷程變化而不斷向前推進，產生同齡群間的繼

替。而所有的同齡群合在一起，又構成了具有人口 (population) 規

模的增壽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社會成員動力模型勢必與同樣隨著物

理或生物時間而變遷著的社會結構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相互

交叉。由於社會成員動力模型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人有生有死、

壽命有限、預期壽命相對穩定），而社會結構的變遷卻沒有這

樣的規律性或週期性，便容易產生非同步性 (asynchrony) 的問題 

（例如：無法為各個年齡段的社會成員提供充分的工作機會）。
17 

因此，變遷著的社會結構與增壽過程便共同構成了賴利的“增壽

與社會範式”(aging and society paradigm) ，如圖1所示。

 

 

 

 

圖1：賴利的“增壽與社會範式”
18

回到成伯清認為社會學想象力中對歷史和傳記維度存在“系

統性忽視”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勃興，60、70年代形成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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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以“增壽與社會範式”為代表，不僅能填補《想象》一

文本應考慮的傳記維度討論，並且可以進一步將社會學想象力的

歷時性維度從傳記與歷史，拓展到生命歷程、世代與歷史。借助

賴利的構想，這三個維度可以相互支持，共同歸併到年齡社會學

的研究領域，而非“比較歷史社會學”。

二  從反時間傾向到反思時間傾向

《想象》的第二個論點是由第一個論點衍生而來。成伯清在

提出社會學存在反歷史傾向後，進一步認為這一傾向與現代性時

間安排的“虛空化與瞬間化”密切相關：

在特定歷史階段或社會類型之中，社會秩序與社會關

係是確定的，時間是沒有實質性意義的。而這種時間觀，

非常契合現代社會有關時間的制度性安排。……。當前時

間制度又有新變化，……，一種即時性 (instantaneous) 時

間觀愈益盛行。（頁103）

从年齡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樣時間安排與變遷反倒是促進

了該研究領域的學術創新，而非強化了反歷史或反時間傾向。並

且，從歷時性三個維度的近期發展來看，與其說社會學想象力面

臨反時間傾向，倒不如說是面臨反思物理時間傾向，逐漸接近行

動歷程與主體時間的構想。

首先，《想象》認為現代性時間安排的勻質化、片段化以

致消解了時間的實質意義，導致社會學的反時間傾向。不同於

這種消極看法，年齡社會學正是建構於這樣的時間觀之上。在

曼海姆式世代概念進入美國之前，世代與家庭生命週期 (family 

life cycle) 、親屬關係密切相關。但是，這樣的非勻質化、片段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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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難以統一（例如不同家庭成員的出生情況不同），影響了社會

學對世代或生命歷程研究的推進。賴利則開始以同齡群概念收編

世代概念，嚴格地將生物時間或物理時間作為研究截點，從而實

現世代研究向更廣泛研究領域的拓展。
19 

如此一來，“大蕭條一

代”、“垮掉的一代”等研究才具有嚴格的、可供爭辯的時間劃

分基礎，促進了學術規範與創新。

其次，《想象》認為在新興的消費社會和資訊技術下形

成的彈性時間制度或休閒時間制度也助長了社會學反時間傾向

一臂之力。恰恰與之相反，在年齡社會學領域，從福特主義

(Fordist) 從後福特主義 (post-Fordist) 的轉變，是對生命歷程與世

代理論的又一次更新。
20 

因為原有的生命歷程三大板塊 —— 教育

(education) 、工作 (work) 、休閒 (leisure) 關係，由按年齡時序形

成的諸同齡群之間年齡分化類型 (age differentiated type) 邁向了更

具彈性的年齡整合類型 (age integrated type) ，破除了青少年接受

教育、中年工作和老年退休休閒的舊識，也改變了原有的年齡

社會學中將年齡標準 (age criteria) 作為固定化事體的假設，推動

了學術進步。
21 

具體如圖2所示。

 

 

 

 

圖2：賴利的年齡分化類型與年齡整合類型的比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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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講，如果從知識―時代關聯的立場回到社會學知識本

身發展脈絡的本身來看，各歷時性傾向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嘗

試擺脫的，不是時間本身，而只是物理時間。

首先，就“世代”來看，阿爾文 (D.  F.  Alwin）和麥卡蒙 (R.  J. 

McCammon) 反思了這個概念的流變及其當前的困境問題。根據二

人考察，世代概念是指作為家庭親屬結構中依照生物時間與角色

繼替而形成的生命週期 (life cycle) ，也是如同賴利指出的作為出

生組與歷史時間片段的“同齡群”(cohort) ，以及作為社會運動

與組織活動的歷史參與 (historical participation) 的單位。
23
在世代

研究史上，該概念的主流應用，依次從第一種定義走向了第三種

定義過渡。但是，第三種定義的研究更困難，因為作為一種群體

認同，既與家庭關係中較明確的親屬制度參照不同，也與根據出

生日期而明確規定的同齡群不一樣。

相較而言，作為歷史參與單位的世代更需要研究者

(researcher) 的識別功夫，需要從歷史洪流中、以行動者 (actor)

自身角度出發加以理解。這樣的考慮實際上在引導研究者從直接

標定出生日期或直觀家庭位置的世代研究轉向考慮需要理解、感

受、認同的角度的行動者主觀立場。換句話說，如果說賴利時代

的世代概念是一種歷史時間的客觀位置，那麼阿爾文最近指出的

正是歷史時間的主觀位置。

其次，就“生命歷程”來看，阿爾文也嘗試對生命歷程既有

的五種定義加以整合，反映了近年研究走向。不過，他卻仍以賴

利的理論作為整合工具，因而結論也只是以同齡群繼替為橋樑在

傳記時間 (biographical time) 和歷史時間 (historical time) 之間來回

打轉，理論新意乏善可陳。
24 

但重要的是，這次嘗試引起了漢德

瑞克斯 (Jon Hendricks) 的評論。他批評阿爾文的觀點，提出傳

記時間維度還要包括時間的主觀感覺 (subjective sense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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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意義是取決於社會時間與個人感知

(individual perceptions) 的結合。很少人會只考慮現在

(the present) ，他們要回想（think back）也要前瞻（think 

ahead）。時間的前瞻通常被視作未來性（futurity）的感

覺，是傳記時間的另一個側面，在生命歷程中具有扎實的

基礎。……。從某種程度上說，通過面對已然發生的（如

同關於回憶的紀念品）和尚未發生的，都是一種定位我們

現在、思考我們自己及生活歷程的重要方式。
25

與阿爾文之前認為世代研究應轉向行動者的自身理解不同，

他卻沒有對漢德瑞克斯的這一想法進一步回應從而錯失拓展社會

學想象力歷時性維度的機會。
26 

漢德瑞克斯的批評並未無所依

據 —— 他雖然未能將主體時間從傳記時間之中區分出來，卻透

露了奥古斯丁式 (Augustinian) 時間觀念。

奥古斯丁認為，時間“存在我們心中”，分為“過去的現

在”（記憶）、“現在的現在”（注意）和“將來的現在”（期

望）三類。
27 

相較主體時間依靠行動者自身所見的三個範疇，

物理時間只有兩個範疇：較早 (the earlier) — 較晚 (the later) ，並

且是無需考慮諸行動者差異的一種“非人類—自然”的事件序

列。
28 

下文將會論述，漢德瑞克斯帶來的奥古斯丁時間觀，將有

助於走出社會學想象力的物理時間困境。

最後，就“歷史”來看，《想象》所贊成的事件性時間性由

於對“事件”採取了後果性定義 ——“日常發生中能夠顯著改變

結構的罕有一類”，導致未能回答“轉型性事件從何而來”這個

來源性定義問題，
29 

因而也沒有將行動歷程 (the course of action) 

納入歷史想象力之中。
30

成伯清認為，為了“帶回歷史維度”，為了形成多重敘事

的“眾聲喧嘩”，可以以“事件性時間”(eventful  temporality) 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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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轉化性事件”，探索“多重性時間的異質性”。(頁104) 確

實，相較于他所批評的、以“階段的序列”為代表的目的論時

間性 (teleological temporality) ，成伯清直接承繼的蘇維爾 (William 

H. Sewell Jr.) 的事件性時間性概念，形成了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y) 、全域偶連性(global contingency) 和時間上異質的

(temporally heterogeneous) 因果性的綜合分析，有所進步。
31

但是，在提出這樣分析模式的《三類時間性：邁向一種富有

事件的社會學》(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一文

中，蘇維爾沒有理論性闡述轉型性事件之創生或起源問題。縱觀

該文的理論部分，蘇維爾是採納後果式或功能式“事件”定義方

式，並將之與“日常發生”(happening) 加以區分。反倒是，在案

例闡述部分，蘇維爾不得不就案例談案例地指出或英雄人物意

志，或者權力網路湧現了“轉化性事件”的可能性。
32

不過，蘇維爾在研究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事件理論

時，分門別類且十分詳盡地聲明了自己遵循或反對、繼承或改造

的、由薩林斯提出或使用的“事件理論”的諸個概念。其中，蘇

維爾已然注意到了薩林斯使用的“行動歷程”概念：

事件轉變了文化範疇的意義和關係，不僅是因為世界

(the  world) 無法遵從範疇的期望 (categorical  expectations)， 

也是因為在行動歷程 (the course of action) 之中，他們將這

些範疇“屈身”于自己的諸種目的 (ends)。……主體們圖

謀的和創造性的行動，是事件來自于人類的素材 (human 

stuff )。33

具體來說，在薩林斯看來，“世界”相應的是指文化範疇的 

“客觀風險”(objective risk) 發生場所，涉及到世間的物質積累

變化，以及世間的諸行動 (actions) ，而“行動歷程”相應的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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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範疇的“主觀風險”(subjective risk) 場所，涉及的是主體的行

動安排 (acting) ，是行動者的圖謀 (interest) 或個人籌畫 (personal 

project) 。34 
不過，蘇維爾隨後將焦點擺在了結構的單數還是複

數、僅有文化圖式還是“文化圖式+物質資源”等問題的爭論，

未能再挖掘薩林斯的行動歷程概念，導致事件性因果性只有後果

性定義而缺乏來源性定義。

薩林斯的考慮不唯新見，因為“行動歷程”概念來自於韋伯

(Max Weber) 對“社會學”的經典定義：

社會學……旨在解釋地理解社會行動，因果地解釋其

歷程和諸後果。……所謂的“行動”，涉及行動中的個人

給予自身行為的主觀意義 —— 不管行為是外顯的還是內

斂的、是遺漏的還是默會的。行動之所以成為“社會”行

動，是因為其主觀意義往往顧及到了他人的行為，而這樣

的主觀意義又在其自身行動的歷程中得到指引。
35

韋伯對行動的“歷程”和“諸後果”、“行動”與“行動歷

程”進行了明確劃分。這樣的行動歷程，與薩林斯指陳的“圖

謀”、“個人籌畫”密切相關，都離不開行動者自身的思量之

流。韋伯在《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 中，對這種“顧

及到了他人的行為”的主觀意義按時間維度予以細分：

社會行動（包括無力作為或被動默許）可能會以他人

的過去、當前或預期未來的表現為取向。因此，它的動機

可能是報復過去遭到的攻擊、抵抗當前遭到的攻擊或者對

未來的攻擊採取防禦措施。
36

也就是說，行動歷程是載著行動者面向過去的回憶、面向

當前的注意或展望未來的期望，這樣的思考正與奥古斯丁的時

間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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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綜合社會學想象力的諸歷時性維度的近期討論，可

以回到韋伯式具時間範疇的行動歷程想法。如果接受韋伯構想的

話，“反思時間傾向”（儘管阿爾文、蘇維爾的反思水準各不相

同）便是一方面省察研究者所見的物理時間，另一方面探索行動

者所見的主體時間。這樣一來，社會學的想象力的歷時性維度便

可以別開生面，形成了新的二分法，突破既有諸想象力的物理時

間困境，為探索新的因果性提供了契機。

三 從多重實在性到士多噶因果性

儘管本文與《想象》的觀點多有差異 —— 歷史、世代與生

命歷程三分法 vs. 歷史和（未討論的）傳記二分法、反思時間傾

向 vs. 反時間傾向，但是我同意《想象》的第三個論點：在存在論

立場上，反對固一型（fixed and singular），贊成時間上異質型。

不過，我認為《想象》的第四個論點值得商榷：對於表徵由

該存在論帶來的多重現實性，成伯清未能充分說清楚（尤其是從

因果性的角度）為何敘事方法比機制方法、變量方法更具表徵效

力。《想象》一文這樣列出了不同層次、不同對象的實在，以及

三種表徵策略的比較結果：

第一，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差別。變量方法更適合共時性表

徵，而機制方法與敘事方法更合適歷時性表徵。第二，中觀與宏

觀、微觀的層次差別。機制適合中觀理論，敘事適應宏觀與微觀

理論。第三，假設承襲與潛在生成的差別。變量和機制由於是在

直接沿襲理論假設的基礎上進行表徵（如特定情境），沒有自覺

地從研究對象角度的闡明潛在性可能生成。（頁103–105）

我將依次指出：我同意第一個差別，下文不贅述；不同意第

二個差別，因為機制與敘事都可以適用三種層次；對於第三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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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我同意成伯清對變量與機制的判斷，但不認為《想象》一文

已將敘事策略的表徵效力說清楚。假設承襲與潛在生成的關係更

為複雜微妙，下文將會通過補充對變量、機制和敘事的因果性比

較來說明這一問題。

就第二個差別來看，成伯清未能看到機制除了應用了中觀層

次，還包括可以應用於微觀和宏觀層次的兩種類型——作為諸微

觀基礎的機制 (mechanism as microfundations) 和作為諸要素並接的

機制 (mechanism as components of conjunctures) ，以致產生分析層

次上的誤解。
37

其中，前一種機制是找到社會世界的一些潛在的固定點，從

而解釋社會世界表面上的諸類差異。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是理論選

擇理論 (rational-choice theory) 或分析社會學 (analytical sociology)

做法：嘗試找到一個或幾個固定的事體或屬性（如理性、信

仰），並將社會世界看作這些事體或屬性加以常規化了的過程

(regularized process) 。38 
後一種機制是像蒂利、趙鼎新等歷史社會

學者擅長分析的做法：將因果機制看作是某種星座形態，用洪流

合匯的方式解釋大事件（如法國大革命）或宏觀社會過程（如儒

法國家形態的形成）。

因而，這樣兩種常見的機制並不只是停留在中觀層次，也

涉及到微觀、宏觀層次。對於敘事，也是同樣的道理。相較成伯

清列舉的生命歷程（微觀）、歷史層次（宏觀），那麼世代研究

（中觀）的敘事分析卻可反證其論，例如蕭阿勤分析的“世代敘

事”：20世紀70年代的臺灣經歷了“保釣運動”等一系列 “創

傷事件”下，“戰後世代”正是通過文學藝術等國族歷史敘事方

式，逐步形成了“回歸現實”的世代認同。
39

對於第三個差別，成伯清通過兩個步驟加以論證：一是賦予

研究對象或一般的行動者以“敘事人”(homo narrans) 的人之模

型。（頁104）二是通過“事件性時間”開啟行動者敘事邁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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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知識的潛在生成。（頁104）我同意第一個論證，並嘗試對

第二個步驟的內在張力予以彌合。

上文已經陳述了“事件性時間性”具有後果性定義與來源

性定義的兩種形式。成伯清追隨蘇維爾，只取了前者、沒採取

後者，其結果便吊詭地導向了狄倫·萊利 (Dylan Riley) 所說的 

“反歷史傾向”—— 研究者越看重轉型性事件越減少歷史傾向。
40

蘇維爾對“事件”的定義明確，屬“日常發生中能夠顯著改變結

構的罕有一類”，而在結構與事件的關係中，蘇維爾又將事件

歸為歷時性、結構歸為共時性，導致了歷時性反而成為罕有情

況。
41 

但是，既然蘇維爾又將結構看作是多樣且交叉的，以明

確反對薩林斯將結構視作單數的做法，那又為何仍會出現結構

轉型問題上出現“（眾多結構）需多（轉型）供少”的現象呢？

對於這個問題，如果只從研究者視角下的供需關係入手解

決，難免滑入爭論結構轉型／再生產、事件/日常發生的區分困

境。
42 

不同於此，如果要像成伯清那樣繼續延用“事件性時間

性”，那麼也可以像上文所述，改取事件的來源性定義，賦予行

動者更大的權力，正視研究者作為外在觀察者難以直接取得關於

行動歷程數據的問題，從而將供需判斷交予行動者。

一方面，定義“事件”要重視理解歷史行動者的行動歷程 

（如何注意當下、回憶過去、期望未來）。另一方面，要將定

義“結構”複數化的權力也賦予行動者，而多樣性與交叉性結構

及其轉型便是行動者“觀想到”的“客觀實在化”。
43 

如此一來，

結構與事件的供需市場便成為諸行動者觀想的“自由市場”， 

而研究者作為“局外人”，只能“聽”這些敘事者說出的各類

故事，記錄或分辨他們心中認定的結構再生產／轉型、日常發

生／事件。

為補充解釋第三個差別，以及再認識變量、機制和敘事在因

果性方面有根本區別，本文遵循何殊曼 (Daniel  Hirschman) 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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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Isaac Reed) 做法，將前兩種因果性都歸入“壓迫因”(forcing-

cause) 因果性。因為這二者都基於兩個假設：固定了的諸事體

(fixed entities) 和接近於重複實驗的規律性 (regularity) 。44 
具體來

看，變量因果性在研究者假定的“變量”這麼個固定了的事體，

並嘗試發現“因大果小”的規律化流動過程，其典型代表便是

布勞—鄧肯地位獲得模型。
45 

機制因果性認為社會過程中存在通

過輸入 (input) 某物進而輸出 (output) 相關效應、具有可被概作 

“機制”的諸種過程性運動。
46

不過，何殊曼和里德並沒有分析敘事方法的因果性。本文借

助呂炳強的理論，認為敘事策略的因果性是以行動者的主體時間

為軸的行動歷程為因 (cause) 、研究者觀察到物理時間為軸上的事

件序列 (sequence of event) 為果 (effect) 。這樣的因果性並不假定研

究事體是已固定的，而是有發揮想象力的空間，同時也不是為了

尋求重複性規律，而是為了深入主體的特定經驗。為了說明這種

因果性的差異性，以地圖學家恩普森對中國歷史上兩種海圖的區

分為例說明：

海圖在中國沿用已久，而瑪律孛羅也留意到中國海

員對遠方口岸非常熟悉。以兩種形式出現：一種采普通

的海圖式形式，通常以北方定向；另一種則采航線圖形

式 —— 頗像現代的汽車駕駛路線圖 —— 從右至左橫向地

把海岸線繪畫出來，而非根據實際方向繪畫。這類圖都

依靠文字描述，對圖形的準確性卻不著重，所以如果不

看中文解釋，便很難理解。雖然這些海圖在西方人眼中頗

為怪誕，聽說若是把繪畫與文字對照來閱讀，卻出奇地有

用。……圖中顯示 [孫按：圖略] 著名宦官鄭和（欽差總兵

太監）所統率的一支十五世紀中國艦隊的航行路線。海岸

線是橫向地繪出，而非根據實際形狀或方位繪畫。……整

體構思顯然以描述為主，甚至可說是基於想象，而非講求

平面測量的實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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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中提到的“普通的海圖”可視作一系列的事件序列，觀

者皆可見，並且是一種將所見各種事體按一定比例的設計，同時

也確保了每個航海者拿到此圖都可重複操作。而“鄭和航線圖”

卻離不開鄭和的主體經驗，與重複實驗的規律性相去較遠。試想

鄭和繪製海圖時，需要做的是回憶來路、注意當下周遭海域、期

望未來去途。如此，在流逝的當下一刻中，都有三種不同範疇的

主體時間，難以形成座標系式“普通的海圖”。

對於研究者來說，行動者說出的故事可能正如“鄭和航線

圖”，而研究者手中常備的卻是“普通的海圖”（包括理論假

設、概念工具、測量指標等等），但二者對於社會學研究同樣

重要。而研究中常見的問題是，作為局外人的研究者能夠直接獲

得“鄭和航線圖”嗎？未必，往往只能以果推因。

由此衍生一個問題：由於社會研究常常不能保證得到行動者

對其行動歷程的十足解說（尤其是時過境遷、政治高壓或未留下

歷史陳說等情況），憑藉“普通的海圖”能夠確證行動者的行動

歷程與主體時間嗎？畢竟，社會學家作為局外人，甚至無從判定

行動者眼中的交代是否充分！

對此，成伯清可能的回答是“眾聲喧嘩”：畢竟“所有的敘

事又都是不完全的……研究對象極有可能就同樣的事情， 在不同

的時間和針對不同的人，講述不同的故事”。（頁104）

但這樣的考慮未能考慮到韋伯對“意義的妥當性”要求的

同時，還有“因果的妥當性”的要求。為了回答兩個妥當性，

呂炳強借用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對士多噶哲學想法的分析，提

出了“士多噶因果性”：對研究者來說，以事件序列或物理時間

為可直接觀察的表面 (surface) 、以行動歷程或主體時間為不可直

接觀察的深處 (depth) ；以行動歷程為假設，以事件序列為數據，

通過假設檢驗的方式來研究。如此一來，研究者可以在假設身上

恣意發揮他的想象力，由果及因。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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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構想撇開了休謨式“因早果晚”的因果性，或者“壓

迫因”假設之說，強調“因深果顯”的因果性：行動歷程的不可

觀察性如鄭和經過航線上每一點時的所想（回憶、注意與期望）、 

事件序列的可觀察性如普通航海圖上可描繪出來的鄭和下西洋線

路（較早、較晚）。

從這個角度來看，成伯清說的“社會學者從事數據收集的行

動，實際上就是一種進入回答者生活的行動，而回答者的生活是

由尚處在展開過程中的故事構成的”，（頁104）可理解其意為：

社會學者帶著關於“回答者生活的行動”（歷程）的假設（“非

此這般不可”為備選假設和“非此這般”為零假設），然後進行

關於在零假設下事件序列的“數據收集的行動”。如果收集的數

據沒有證實零假設，那麼“回答者”的行動歷程為“非此這般不

可”，反之則“非此這般”才是“回答者”的行動歷程。

由於“對於絕大多數的行動參與者來說，事件序列頂多是

過去了的行動歷程，行動歷程頂多是正在發生的事件序列”，
49

因此，成伯清的確看到作為進行時態事件序列的行動歷程—— 

“尚處在展開過程中的故事”，（頁104）但並沒有看到研究者仍

可以將事件序列看作過去時態的行動歷程”，通過與“回答者”

進行由淺入深出的交流，從而在不斷的假設與檢驗中得到滿足 

“因果妥當性”的敘事。而這樣的敘事，往往具有行動者的特定

性，並因時因勢而變，由此與“壓迫因”的固定事體假設與規律

性假設分道揚鑣。

四  士多噶因果性的兩個案例：《康熙》與《王氏之死》

相較本文引入賴利的“增壽與社會”範式和商榷蘇維爾 

“事件性時間性”的兩種定義分歧，上述新增的因果性討論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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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一步的區分與厘清，在此進一步舉證兩個例子。案例的選擇是

基於反向的考慮：當研究者要執筆著述時，面對的不再是正在陳

說的敘事，而是已經說完的敘事。下文將按遺言甚多和幾無所遺

兩種敘事材料差別，挑出史景遷的《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

的內心世界》（下稱《康熙》）和《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

小人物命運》（下稱：《王氏之死》）作為分析文本來說明士多

噶因果性。
50

《康熙》最大特色是以第一人稱的口吻和角度敘述了康熙巡

遊四方、治理國家、思考人生與人倫關係的主體經驗。史景遷在

《康熙》的自序中提醒讀者可以從“不同的時間結構 (temporal 

structure) 來解讀這本書”，而他的選擇正是去“想象”康熙的

行動歷程與主體時間。
51

例如：在這一提醒之後，史景遷先說一個物理時間和事件

序列——“西元1717年12月23日，康熙草擬了這份諭旨（孫按： 

《臨終諭旨》，康熙的最後一份諭旨）”，這時，“接踵而發的

事件”集中於這個物理時間點。隨後，史景遷再進入了康熙的

行動歷程，不僅“過往回憶一一浮現”、並面向未來思考“死

亡與歷史定位”。
52 

史景遷的深與表的時間結構切換並非隨意而

為，而是一場被他稱作為“實驗”的工作。
53 

這項“實驗”有

三個步驟：

第一，康熙作為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因為在中國歷史上的君

主裡，康熙是少見的能夠坦陳自己想法的人，並留下了相應的歷

史記錄的君主。

第二，研究材料的多樣性。史景遷也明白，將這本書設計

為“遊”、“治”、“思”、“壽”、“阿哥”、“諭”六章

與歷史學家的通常範疇並不相同，但是他這種從康熙主觀解譯設

計的範疇得益于豐富的材料：編年史（典型的物理時間作品）實

錄、來自康熙身邊人士的切身觀察，以及康熙十七封私下口語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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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信件等材料。因此，關於康熙行動歷程假設可以從私下材料得

出，而檢驗卻也可以使用來自於事件序列的材料。

第三，史景遷採取了一種激進的主張：“在風格、架構方面

實驗良久之後，我決定透過康熙之口，以自傳體的形式來剪裁

前述各項素材”。
54

這種方法可以稱之為“文法位置互換”（exchanging grammar 

position）：按歷史學慣例，“康熙”在正文之中只能以第三人

稱（例如：“康熙說……”）的文法學身份傳達康熙這個人的故

事，但在史景遷卻在正文中以“朕傳諭……”的第一人稱方式出

現。反倒是，在該書的“自序”之中，史景遷作為研究者方才以

第一人稱出現（而不是“朕傳諭”），而正文中的“朕”在此也

變回了“康熙”。
55

不同於康熙遺留下了眾多的個人話說，史景遷的《王氏之

死》卻是研究“幾無所遺”的婦人王氏。於是，史景遷轉而求助

了《郯城縣誌》、黃六鴻這位地方官所著的《福惠全書》甚至蒲

松齡的《聊齋志異》。史景遷這樣陳說此書要義：

這本書的背景是17世紀中國東北部的一個小角落。 

……。焦點集中於當時當地非知識精英階層的人身上： 

……。我從四次小的危機中去觀察這些人：……以及第四

項，一位王姓婦人的決定，她不願意面對一種無法接受的

現狀，而選擇逃離郯城的家和丈夫。我說這些危機是“小

的”，是就整個歷史記錄的脈絡而言。對實際牽扯在內的

人來說，這些危機是絕對、攸關生死的重要性。
56

史景遷對“危機”的大小劃分，正是基於對“歷史記錄”這

樣的事件序列（如精於記載準確時間的《福惠全書》），以及對

涉及主體經驗的、處於危機中諸人的深―顯劃分標準。史景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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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這樣的分類範疇時，便要進入“王姓婦人的決定”，瞭解小

危機的重要性。經過前四章的時代與地區景況鋪陳，史景遷敘述

到這位婦人與男子私奔時的去向打算：

我們（孫按：史景遷）從地圖上可以看出，他們（孫

按：王姓婦人和與她一起私奔的男子）最初有三個選擇：

他們可以向西南走，……；可以向東北……，或是北到沂

州……。如果他們想躲避追趕，邳州（孫按：在西南方

向）會是個不錯的選擇。……。郯城（孫按：在東北方

向）在某些方面來講，是個明顯的目標，但是不利之處

也很明顯。……。對一對要找地方躲起來的情侶來說，

馬頭鎮（孫按：在北至方向，在沂州）看起來顯然是個

很有吸引力的選擇。
57

研究者如何能夠幫行動者設計、選擇、分辨和決定逃逸路

線？這樣的問題正可呼應了本文上敘的“普通的地圖”與“鄭

和航線圖”。史景遷所看的是“普通的地圖”，標注了四至方

向，以及邳州、馬頭鎮等地名。史景遷已經從地方誌等材料出

發，可瞭解四至方向在1668年前後基層控制制度和社會生存環境

的情況。但是，史景遷卻要想象兩位行動者的“鄭和路線圖”：

引文中三個方向的選擇可拓展到三乘二的備選假設和零假設。史

景遷以“普通的地圖”上各相關地區的控制手段、災害情況等表

面材料來推論與檢驗兩位行動歷程中關於“要不要走這條路線”

的思量。緊接著這樣的論述，史景遷又進一步分析和指出逃與不

逃、被拋棄于路途中的王氏要／不要回鄉等直至死亡的一系列 

“選擇”——亦即假設和檢驗行動歷程。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時間、因果性與社會學的想象力 175

五  結論

馬蒂厄·德福勒姆（Mathieu Deflem）在回顧社會學這門學科

的危機與反危機過程時，將《社會學的想象力》作為帶來首次危

機的奠基之作。
58 

不過，他卻說此書並沒有說清楚：“社會學的

想象力”除了所謂的聯接個人煩惱與公共議題、傳記和歷史（維

度）之外，究竟指的是什麼。德福勒姆的判斷在一定程度上是對

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多少已經成為一種學科承諾或修辭，以

致《牛津簡明社會學詞典》也只是陳述此概念的諸維度（而非具

體內涵），便轉去談米爾斯對帕森斯的批評問題。
59

成伯清對“社會學的想象力”歷史維度的帶回動作，重新打

開了這個概念的內部結構，並對諸維度逐個檢視。對比來看，本

文則是通過拓展“社會學的想象力”維度的辦法，引入年齡社會

學、事件社會學等理論資源，進一步回到了韋伯對社會學的經典

定義和呂炳強的詮釋論構想，從而將這個概念在時間、實在性和

因果性三個層次上充實起來，具體以下：

（一）不同于直接接受米爾斯的傳記、歷史和社會結構三

分法，本文進一步發展為生命歷程、世代、歷史、行動歷程和

社會結構五個維度。前四個維度是歷時性維度，最後一個是共

時性維度。

（二）相較於成伯清對社會學的反時間傾向的判斷，本文從

前三個維度的新近研究得出的是反思物理時間傾向，並逐漸邁向

了主體時間和物理時間的區分、引入了行動歷程維度，建立起前

三個維度和第四個維度在時間性上的進一步區分。

（三）在物理時間中，前三個維度可以年齡社會學加以豐

富，從而彌補米爾斯和成伯清未能討論生命歷程的遺缺。

（四）對於由多重時間帶來的多重實在表徵問題，需要以士

多噶因果性為核心的敘事策略，通過以主體時間上的行動歷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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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物理時間上的事件序列為數據進行假設檢驗，以此證成敘

事與變量、機制的不同之處。

注釋

* 感謝呂炳強、鄭作彧、姚德薇老師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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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想像力”具有連接微觀與宏觀的意涵，但正文其餘部分均再沒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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